陈荣照教授访谈稿

受访人：陈荣照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前系主任）
采访人：沈仪婷（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日期：2012年4月26日
地点：陈荣照教授住所
誊稿人：沈仪婷
校阅人：黄贤强
陈教授可否请您简单地自我介绍？
我原籍是福建金门，在我父亲的那一代移民到马来亚，我是在马来亚出世的。我是在马来亚（Malaya，马来西亚的前身）吉打州（Kedah）的首府亚罗士打（Alor Star）出世的，我原本是马来亚公民，后来到新加坡读大学，读完大学以后就留下来工作，并成为新加坡公民。
老师可不可请您谈一下您童年时候在吉打的生活，特别是受华文教育的情况？
我是在亚罗士打的一间华校，当时是叫“吉打华侨中小学”，我是从小学一直念到初中。吉打的华校一般上是比较重视华文的，所以除了英文课本之外，我们读的理科、数学都是用华文来讲解，所以那边的华文水平一般上是相当不错的。在我念初中的时候，有一位华文老师黄月娟。她本身也有写小说，她很热心提倡华文文艺，鼓励我们出版壁报。后来在出版壁报的基础上，又办了一份学生的杂志，叫作《华中月报》，华中指的是我们的学校。起初是油印，后来因为销路还不错，除了本校的学生之外，连附近几个州的学校也来订购，后来杂志发展为铅印。由于吉打州的印刷厂还没有那么先进，所以稿件都要送到槟城（Penang）的一间“康华印刷厂”印刷。在黄月娟老师的鼓励和支持之下，我们就办壁报、出版刊物。我曾担任《华中月报》的主编和社长。那时候有关华文的活动，同学们相当支持，也踊跃地参与，也有老师积极地指导。另外有一位符气湖老师，比较年轻，他也喜欢写作，每一期他都在我们的刊物上写一些“给青年读者”之类的文章，当然他也协助我们联系外面的学校、推销这本刊物。
黄月娟老师和符气湖老师，他们是从中国南来的吗？
黄月娟老师是早期从中国南来的。她是在中国受教育的。符老师是本地人，那个时候很多老师都是从中国来的，不单是华文，那些教数学的、理科的老师多是从中国来的。所以在这样的气氛之下，我们有很多机会接触华文，喜欢华文，同学之间常互相交换看过的一些小说、书籍，互相交流，和练习写作。大加都读了不少文艺名著。我们的华文基础，就是在那个时候奠定的。就是说，因为有机会多读、多练习写作，所以就有一个比较扎实的华文基础。这是我在1952－1954年唸初中时的情况。
在高中的时期呢？
高中，因为那个时候华侨中小学校只是办到初中，没有高中，所以我初中毕业之后，只能够到槟城去投考“钟灵中学”，我在1955年考入钟灵中学读高中。钟灵的制度跟吉打华侨中学的制度就有很大的差异，因为钟灵是强调双语的，所以理科、数学都是用英语教学，课本也是用英文课本。因此我们从亚罗士打转到槟城去读书，在衔接上就有一个差距。在吉打，我们初中数理用的是华文课本，到了高中一下子转成英文课本。例如理科的课本，当时是用普通科学（General Science），共有四册，General Science Book One、Book Two，钟灵生初中时就读了，到了高中就读Book Three、Book Four。我们前两本都没有读过，进入高中一就读Book Three，所以应付得很辛苦。数学也是一样，因为它从华语突然转为英文，课本也完全变换，也相当吃力。那时候我们只好拼命学英文，但是要赶得上，就非常吃力、非常的辛苦。高中时，我的成绩不很理想，当然华文在班上还是名列前茅的。
而且我在读高中的那三年也是学校比较不安定的时候，有过几次的罢课集会。因为那时候殖民地政府要学校改制，才能获得政府津贴，教育部提出接受津贴的一个条件，就是学校教学媒介语要用英语。对钟灵来说是不成问题，因为钟灵本来的数理就是以英文教学。可是对其他的学校，比如说，像北马的吉打的学校，再向南的霹雳（Perak）、吉隆坡（Kuala Lumpur）、柔佛（Johor），这些学校大都是用华语作为教学媒介语来教数理科目的。如果接受政府的津贴，学校就要改变这个教学的语言，因此就有很多学校反对。那时候华校教师总会就曾经召集全马的学校校长讨论这个问题，大家就有一个共识，就是大家应采取一致的步骤，就是说如果要接受津贴，就要政府修订它的条件，不然，大家的步伐要一致，不接受津贴。可是当时钟灵学校的董事长王景成，跟校长汪永年，私底下同意接受教育部的津贴。1955年7月校方宣佈同意接受政府特别津贴，并表示不会影响学校行政，课程及教学时间。当然以钟灵自己的立场来看，没有问题，可是对其他的学校来说，就有问题，一下子要他们改变教学媒介语，当然震憾华社，引发轩然大波，大家都指责钟灵这个单独的行动。当时钟灵的学生就走出课室，静坐、罢课、反对学校接受特别津贴。当时学校接受津贴的一个原因是经费不足，接受政府的津贴，也是我们应该得到的。当时学生就发表文告，学生的立场是：希望学校能够跟着华校全体采取一致行动。可是学校却单独去接受津贴，可能会引起“骨牌现象”，你一间接受了，别的学校就跟着来的，后来情况果然是这样。当时就有警察来放催泪弹驱散罢课学生。当时在新加坡也有学生静坐、罢课这些活动。所以我在念高中的那三年（1955－1957），几乎每年学校都很不安宁。再加上课文改成英文，所以我在钟中学习的成绩也不很理想。
高中毕业后，那时南洋大学（Nanyang University）招生，我就去报名投考。那时侯南大有举办入学考试，我也就参加了。那时侯南大在几个州设有考场，其中有一个是在槟城。我在读钟灵的时候，我的家人也搬迁到槟城来住。我就在槟城参加南大的入学考试，侥幸被录取了。那时，在槟城区，录取的中文系学生只有十几个人。入学考试考的科目是华文、英文跟数学。我相信我被录取可能是因为我的华文还可以，英文因为在钟灵这几年的拼命苦学，也可能会比南马的一些学校的同学会好一些，所以就幸运地被录取了。我是1958年开始在南大读中文系，到1961年毕业，在南大读四年中文系，就比在钟灵读书时轻松得多，因为中文系的课程都是中文，中文是我的强项，所以就能应付裕如。那时候也参加过中文学会的活动。那时中文学会出版一份刊物，叫作《大学青年》，我加入编委会，参与中文学会的出版工作。南大毕业后，我就出来从事教育工作。
那时是在哪里教书？
我毕业之后，第一个工作是回到槟城韩江中学教书。本来，芙蓉中华中学也有意聘请我。因为芙蓉中华中学的陈开泰校长，对钟灵的印象很不错，当我们在南大要毕业那一年，他就私底下跟我们几个钟灵的前校友联系，要聘请我们。其中有一个是读外文系的，一个读生物系的，我是读中文系的，他都要请我们过去。而且在南马教书，待遇比北马较好。不过因为我的家人都在槟城，而且韩江当时的下午班主任宋世猷先生是我以前在吉打华中时候的老师。他也特地跟我联系，希望我能够到韩江去，结果我就回去槟城教书。我是1962年开始去韩江，大概教了三年多。因为宋先生是下午班主任，我就在下午班任教。第一年他委任我做华文科主任，第二年叫我做训导主任，第三年又叫我做教务主任，负责很多行政的工作。那时候，训导主任是管教学生的，而且韩江还是保持独立中学的地位，而独立中学收的学生大部分是那些在政府会考不及格的学生。
 所以一般上学习风气是比那些正规学校的学生会差一点，有不少学生是很顽皮的。我刚刚大学毕业就要去管这些学生，确是一大挑战。所以做训导主任那一年是花了不少精神去对付这一批学生。第三年做教务主任就好一点，教务主任是跟教师的关系较密切，工作还算顺利。
韩江是一间独立中学，它的校政主要是受董事部完全控制、如聘请校长、教员都是要董事会通过。而董事会内部有一些董事对教师很挑剔，只要有学生去告状，或者是风闻一些事情，就来找校长查问，要追究那些教师，要他们负责。而且那时每年年底所发的聘书，是每年一聘，而董事部往往一直拖延到快要开学前才发聘书。那些收不到聘书的教师就有麻烦了，有些要养家的，突然没有聘书，要临时去找别的工作也不容易。我当时觉得这个董事会的制度很不健全，教师的职位很没有保障。而且因为它是私立学校，不必照政府的条例去行事，没有一个很好的制度来运作。那时候南大的学位不被马国政府所承认，我们不能到当时的国民型政府学校去教书，只能够在这些独立中学教书。一般的独立中学都是受董事部的牵制，当然有一些好的董事部就把权力交付给校长，由校长去处理一切人事，聘用教师等，譬如说，芙蓉中华的陈开泰校长，他的权力就很大，因为董事部很信任他，不干预校政，他就可以请一些好的教师，也可以确定这些教师能够继续留下来，能够让大家很安心地工作。而韩江却是五日京兆，职位朝不保夕，年轻的教师还不十分担心，可是那些结了婚、要养家的老教师，到了年底都人心惶惶，担心董事部对他怎么想，有没有机会再继续留下去。这是一种很不健全的状况，所以我在韩中教了三年多，就辞职到新加坡大学继续读书。
我报考新加坡大学读荣誉学位（honours degree）。因为那时候的南大，只颁四年制的普通学位。而新加坡大学就不一样，学生本科三年毕业就得到一个普通学位，那些成绩好的就可以继续再读一年，考荣誉学位。那时新加坡大学对南大开放，收一些南大毕业生进去专读荣誉学位。新大有一个入学试，入学试不是笔试而是英语口试。（沈：中文系也是这样？）因为新加坡大学是一间英文大学，即使申请读中文系，英文也要有一定的基础，它才肯收。所以入学的口试，是由英语系的一位英国教授来主考。结果我被录取了，就进去读中文系的荣誉学位。
有了南大的中文基础，在新大读书可以应付自如，所以我们那一班的同学成绩都不错。新大的荣誉学位有几个等级，它有First Class Honours（第一级荣誉学位）、Second Class Upper（第二级上），还有第二级下和第三级。考到第三级出去找工作就比较困难，因为第三级几乎就跟普通学位差不多了。而荣誉学位的薪金在政府公务员的制度下是比普通学位要高的，所以如果你考到不是很好的荣誉学位的话，要进政府部门就比较困难。很幸运的，当毕业成绩放榜的时候，我考到了第一级荣誉学位。（沈：那时候要写论文吗？）那个时候的荣誉学位没有毕业论文，只有各科的专题论文。有一些作业论文你可以写得长一点。我有一篇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的论文，写得相当长，老师也觉得不错，他就推荐到新加坡大学的中文学报上发表。后来考试放榜的时候，全班只是我一个人得第一级荣誉学位，其他同学就是第二级上、第二级下，倒没有人考到第三级。当年（1967）文学院各系考获第一级荣誉学位的也只有两位，另一位是历史系毕业生。
当时的考试范围很大，令考生心情十分紧张，就举一个例子来说，有一科《左传》，教《左传》的老师来上课的时候，就拿着一本《左传》一直念着《左传》的传文，讲讲几句，课程结束时几乎整本就给他念完。考试就是考整本的课文，没有告诉你要考什么？要怎么考，都没有说。而且考试只出一个题目，没有得选。因此，上一年有位同学读得太紧张，忽然患了失忆症，不能应考，隔年再补考。这对学生确是一种折磨。

那老师可不可以比较一下在南大中文系的老师跟新大中文系的老师，他们有什么不同吗？他们是来自哪里的？
当时两间大学的老师都有好的，也有比较弱的。好的老师，本来的根底很好、口才很好、讲课可以滔滔不绝，而且有很丰富的学识。比如说，在南大，潘重规教授讲文选、专书，还有高鸿缙教授，教文字学都很精彩。也有一些是比较弱的老师。新大也是一样，有些老师是不错的，当时也有请一些客座的老师，好像王叔岷教授、林尹教授等。本地的像林徐典老师，比较年轻，他的教学很认真。当然也有一些比较弱的，刚才我讲的教《左传》的老师就是一个例子。你说要作比较是很难，因为各有优点、各有长处。
老师后来为什么会重回新大？
在新大考完试以后，我回到了槟城。我的母校钟灵中学，立刻请我回去教书。钟灵是国民型学校，而新大的荣誉学位是政府承认的。此外，我考到第一级荣誉学位之后，新加坡公共服务委员会（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就立刻打一个电报给我，邀我去面试，要聘请我担任高级公务员。（沈：那时是哪一年？）那是1967年。（沈：所以后来您就回到新加坡来？）除了公共服务委员会表示要请我之外，新大中文系也希望我回到系里去担任助教。那时候的系主任是林徐典教授，他劝我回去继续再读高级学位，同时担任助教。我和林教授谈过，他说看我的兴趣是要在学术上发展，或者要去做行政工作。我考虑之后，认为还是做学术研究比较有兴趣。因此我就没有去政府部门做事，而是到大学去做助教，同时继续读硕士学位。
那时您的硕士是跟哪一位老师？
我的硕士就是跟林徐典教授读的。1969年考到硕士学位之后，我申请担任讲师，留在系里面，开始教书。刚刚出来教书，工作也很忙，过了一阵子，才报名半工读博士学位。考到博士后，我就继续留在系里任教，一直到退休为止。
可不可以请您谈一下关于您的学术研究？
我写的硕士论文，题目是《诗经史料价值研究》，《诗经》，是先秦时候的作品。后来到了念博士就改变了方向。我的博士论文是写宋代的一个政治家范仲淹，题目是《范仲淹研究》，所以我从先秦史转到宋史。完成博士论文之后，在系里面开的课是讲“宋史”，后来课程改称为“宋辽金史”。

为什么您会对宋史有兴趣？
因为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宋代的文化成就引起了我的兴趣。宋代虽然是一个积弱、积贫的一个时代，在政治军事上，它是积弱，而且经济上，它是积贫，可是在文化方面，它就有辉煌的成就。而且宋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转捩点。中国的官僚，过去是以世袭为主，都是传统的官僚，都是因为靠父辈关系，继承官职。这些世袭的旧官僚的势力相当的强大，可是从武则天之后，因为提倡科举制度开放给民间的读书人，只要他科举成绩杰出，就有机会进入官场。所以从武则天之后，士人的势力一直发展，这些读书人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势力越来越强大。到了宋代，这些士大夫们的政治影响力就相当的强大。这些士大夫，很多都是平民阶层出身，却有着真才实学，对国家有一种责任感，比如说，我研究的范仲淹就是一个这样的人物。我们都知道他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对国家、对民族，有一种责任感。他希望能够改变当时政治积弱的一面，因为当时政治腐败，而且积弱，遇到外来的侵略完全没有力量去抵抗。所以他希望能够进行改革，他推行了一些政治的改革。不过，可惜的是他的改革最后是以失败结束，因为那时候那些旧官僚的既得利益在改革之下就受到了损害。范仲淹的“庆历改革”，就有限制这些旧官僚的权力。比如说，“恩荫制度”，在以前那些大官，可以恩荫他的儿子去作官。而范仲淹的改革，就是要限制他们这一方面的权力，这就损伤了他们的利益了。他也提倡减徭役，希望能照顾一般低下层的人民。那些旧官僚都表示反对，所以最后失败。不过，失败之后就引发后来王安石的一次更大规模的改革。王安石的变法规模比较大，时间也比较长，成绩也比较明显，当然最后也是不成功，但是他的影响力就留了下来。此外，那个时候，理学也很兴盛，儒学大有发展。当时出现了许多著名的理学家，在文化上，有很多方面可以深一层去探讨，所以最后我就选了宋史这一块，就是在宋代文化这一方面。
那时候的指导老师是谁？
我的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起初是饶宗颐教授。那时候饶宗颐教授是从港大来新大担任系主任，本来是有九年的聘约，不过只做了五年，1973年就离开。我注册的时候，第一个指导老师是饶教授，他一离开，我的论文还没有完成，所以就换成林徐典教授，我是在林教授的指导下毕业的。
后来您毕业后拿到学位也继续留在新大中文系任教？
我考到硕士后，就已经升为讲师了。那个时候，硕士可以升为讲师，不像现在至少要有博士学位。考到博士后，我就继续担任讲师，后来升高级讲师，一直到副教授。
在新大到国大的转型期，您也在中文系有一段时间，可不可以请您分享一下当时中文系的一些情况？开的一些课程？
你是说新大后来转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就是在1980年，政府关闭了南大，把南大的一些系合并到新加坡大学来。新加坡大学跟旧南大合并，改名为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在这个合并的过程中，有一些系是运作得非常顺利，而且是有更进一步的发展，比如说，中文系是很不错的。因为南大的中文系跟原来新加坡大学的中文系，基本上都是以华语教学，当然新加坡大学中文系除了华语教学的课，它也有开设一些副修的课程是用英语教学的，让那些不懂华语的外系学生来选读，因为新加坡大学本来就是一间英文大学。中文系在新大来讲，是教一种外语，是教华语。所以当时林徐典教授，就有开设一些用英语教的副修课程，比如说，“中国文化概论”之类的课程。主要的基本课程跟南大很接近的，所以两校的合并，就那边过来的老师，很容易融进我们的系里面去。对加强中文系的教学阵容，肯定是有益处的，而且那时候南大的中文系系主任是王叔岷教授，合并之后，因为他比较资深，而且年纪也比较大，校方就请他担任系主任。
中文系尊重南大，让王叔岷教授担任系主任。但是因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是一间英文大学，所以校务会议、公函书信的来往，都是用英语的，在这方面，林徐典教授就要协助王叔岷教授。在开文学院会议，林教授就陪着王教授一起去出席；有一些公文，要系主任发的，英文的，林教授就帮忙起草。王叔岷教授是一位权威学者，他加进中文系来，对于教学质量的提高，也做了很大的贡献。另外数学系也是不错的，因为那时候郑奋兴教授在南大数学系，郑奋兴教授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名望，所以合并过来，在国大也很受到重视。而且数学系的老师很多都平时有用英文教学的。所以合并后，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有一些其他的系，就有一些问题，比如历史系那时在新大的系主任是黄麟根教授，黄教授重视英文，那些南大过来的老师，平常都是用华语教课的。要他们用英语教学，给他们很大的压力；黄教授还到课室旁听，这样一来，就给不习惯用英语教学的南大老师很大的压力。因此有一些就转到图书馆或“华语研究中心”工作，有的就辞职离开。华语研究中心主要是教外国人讲华语。这样的情况，显然对南大的历史老师造成困境。
那时候您所教过的学生主要是从哪里来的？
你是说在中文系吗？那时候中文系的学生大部分还是新加坡人，有一些马来西亚人，外国的学生很少。当然偶而有几个香港、台湾的学生，不过很少量。（沈：就是早期在1980年代的时候？）是，在1980年代。

老师可不可以谈一谈您在社会服务的经历？
外面的学术团体方面。我很早就加入“南洋学会”（创立于1940年）。曾经担任学会的理事很多年，也做过秘书、副会长，现在是担任会长。
除了南洋学会，也参加1966年创立的“新社”很多年。当过新社的社长，前几年退休之后，我就卸下这个社长的任务，现在新社的社长是苏瑞隆老师。
此外，我也是“新加坡儒学会”的理事。这个学会创立于2000年。当时是因为中国成立了“国际儒学联合会”。这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希望各国有儒学团体加入这个儒学联合会。国际儒联成立的时候，我们当时的总理李光耀先生曾经出席开幕礼，发表演讲，基本上他是支持国际儒联的成立。那个时候新加坡正在提倡儒家伦理教育，除了请一些儒家学者来新加坡讲学、也在中学开设儒家的课程。那时候新加坡需要有一个团体加入国际儒联，“新加坡儒学会”就因此而成立了。学会成立的时候，在经济上我们需要有一些商界的人来支持，当时唐裕先生相当热心，而且他也是国际儒联的一个成员，所以就请他担任会长。在学术活动方面，有两个副会长，就是我跟苏新鋈老师，我们两个副会长就负责学术上的一些活动。现在我是会长。
请您谈谈一下这几十年来新加坡儒学的发展？
新加坡儒学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两次高潮。首先，1897－1907年间的儒学复新运动，当时新加坡著名诗人邱菽园和社会领袖林文庆极力宣扬儒学，提倡孔教，一时华人社会热烈反应，蔚为潮流；其次，20世纪，80年代，教育部推行儒家伦理课程的各项措施。新加坡由于提倡经济发展，不免忽略了人文思想方面的教育，所以当时政府提倡在中学教导儒家伦理思想。1983年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策划这件事。1984年中三、中四开设儒家伦理课程。要知道，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社会，为了避免其他民族以为新加坡只是重视华人文化，所以当时也开设其他道德教育的课程，如有基督教、回教、佛教、兴都教与世界宗教共有六种课程。但到了1990年，新加坡教育部宣布以公民道德课程取代宗教道德知识，原因是为了国家宗教和谐，避免宗教冲突 。（沈：所有的宗教课程都要停止？）为了要一视同仁，在停止所有宗教课程的同时 ，儒家课程也被取消。（沈：那是什么时候？）那是在1990年。刘蕙霞博士写了一篇关于儒家伦理课程的设立与的运作过程的文章，可以参考。
可不可再请您谈谈南洋学会的活动？
南洋学会的活动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南洋学会设立的宗旨是要研究东南亚的课题，所以鼓励会员从事学术研究。会员研究的成果，学会协助他们出版，我们过去出版了“南洋学会学术研究丛书”，还有一些个人专集和文集。从创会到现在，已经出版了70多本。我们还有固定出版《南洋学报》，从创会到现在，每年都按时出版，一共出版了六十五卷，不过有些卷有两期、三期，所以它的期数有七十多期。第二方面，就是学术讨论会，学术研究不能够固步自封，一定要经常跟外面的学者交流，所以我们过去也不时举办国际性的研讨会。有时候跟台湾中央研究院合办，有时候是跟北京大学的东南亚研究所联办。有一些是跟本地团体联办的研讨会。 会后会把学者宣读的论文出版论文集。
除了主办国际性的研讨会，还有举行一些讲座，我们鼓励会员把研究心得向会友报告；或者邀请过境的学者，或者是来这里客座讲学的教授作专题演讲，让会员能够分享这些专家的研究成果。学会的工作主要就是这几个方面。2010年为了纪念南洋学会成立七十周年，我们主办了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也出版一本《南洋学会出版书刊总目》（1940－2010），由我主编，把过去南洋学会出版的丛书、期刊全部罗列出来；同时请南洋研究的学者林孝胜先生写总目题要，就是每一本丛书写几百字的评述，还有刊载《南洋学报》每一期的目录，对于有兴趣研究南洋课题，要找资料，或者想要了解南洋学会的学者，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您认为现在新加坡的年轻人对儒学、汉学的兴趣如何？
现在来说，新加坡的年轻人对儒家思想的兴趣是比较淡的。通常是老一辈的，他们从小就接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他们虽然不一定是研究儒家的学者，可是他们在生活习惯上、在思想理念上，都或多或少的，具有儒家思想的意识。比如，敬老尊贤、实行孝道、工作勤恳、诚信这些儒家比较普及化的思想意识，还是保留在他们的思想里面。可是现在我们新一代的年轻人，他们受的教育跟早期的不一样，因为现在提倡双语教育，学校的课本 ，只有一本华文，因此学生受西方影响多过受东方传统文化的影响。
这些会不会也影响到新加坡儒学会的发展？
这个当然是多少有影响，我们搞儒学活动的朋友都在默默耕耘，尽可能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做一些工作。比如说，办一些研讨会、讲座、出版一些书刊，来推广东方文化的价值。它的成效会如何，那要从长远来看，期诸来日。

可不可以请您谈一下您跟新加坡政府之间的关系？
我跟新加坡政府没有什么密切的关系。但是作为国大中文系主任，我有协助教育部做一些工作，比如说，我曾经担任过新加坡教育部华文科课程咨询委员会的主席、新加坡教育出版社文艺作品编审咨询委员会的委员，后来担任主席。还有就是参于历年教育部主办的华文科考试的评审工作，其他如大学先修班华文科课程的纲要审定、教育部中学高级水准与普通水准华文科课程检讨委员会、教育部华文课程检讨委员会大专学府代表，还有教育出版社中学华文课本的编辑顾问等。
可不可以请您谈一下您对新加坡政府移民政策的看法？
如果从大方向来看，这个政策应该是正确的，因为一个国家不能够封闭。你看美国这么有成就，就是因为它很开放、欢迎外来的移民。很多有成就的科学家、专业人员，都是移民，后来他们入籍成为美国公民，他们在学术上、文化上做出很大的贡献。吸收外来优秀的移民，我认为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当然在吸收移民的同时，也要照顾到本国公民的福利，如果吸收普通的移民太多的话，可能他们在工作、职业竞争上会对本地人构成一定的威脅。他们可以接受比较低的待遇，这样就会抢去本地人的就业机会。我觉得政府还是需要照顾本地公民。如果是要求科技比较高的，或者是学术水平比较高的职位，应该尽量吸纳优秀的外来人才。其实新加坡也是一个多元的移民的社会，很多新加坡公民都是移民，好像我本身，也是马来亚移民过来的。早期政府部门里的部长，你去查他们的履历，很多原来都是马来亚人。当然我们对移民的一个期待，就是希望他们能够融入本地的社会。希望他们能够最后成为新加坡公民，对新加坡做出贡献。如果说只是把新加坡当成一个跳板石，在这里找了一个职位，做一两年就跳到别的国家去。这样的移民，对新加坡就没有什么贡献。
可不可以谈一下您跟中国的学者，或者是与中国政府之间的联系？
跟中国的联系主要是一些学者，因为通常我们有去中国参加学术会议，在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也认识了一些中国很有成就的学者。跟他们交流当然可以丰富我们的学识。也可以了解他们的研究成果。这都对我们有好处。不过在学术界里面，不管在那一个国家，总是有一些好的份子，也有一些比较差的。在中国也有这类名不副实的，就挂着一个学术的衔头，实际上并不是搞学术的，而是另有私人目的人。所以我们在跟这些人交往的时候要小心，不要被他们利用。
可以谈一下您到大陆去的经历，还有印象？
你说哪一方面的印象？（沈：到中国去旅行，或者是参与学术活动的印象？）在中国举行的学术会议很多，而且它的档次也有高低，参差不齐。有一些是比较严格的，比较好的，对于论文的选择比较严格；而且在发言的时候，评论也做得比较好。但是因为现在研讨会太多，有些太滥了，变成参与会议的人不一定是真正的学有专长的学者。他们的论文本身就水平不是很高，而且它整个会议的规格也不大严谨。可能只是每个人读十分、二十分钟，过后就算了，没有讨论，也没有评议，只是完成了一个会议的形式，实际上没有达到学术讨论、交流的真正的目标。在这一方面，我倒觉得台湾是做得比较好。台湾在论文的选择方面较严谨、过后还有专人对论文的评议，还有让发言者回答听众的问题 。在这一方面，可能因为台湾比较早开放，所以他们主办会议的经验比较丰富，做得比较好。当然大陆也有一些这么高规格的会议，但是有一些会议就稍嫌草率，不很理想。
可不可以请您比较不同国家的中文系的特色？
你是说中文研究在不同的国度？（沈：是，您所接触到的。）中文系的源头，应该是中国跟台湾，中港台以外的新加坡、马来西亚、跟美国、英国、欧洲各国的大学都有中文系。比较维持传统的，当然是台湾跟中国，中国和台湾的中文系重点都放在中国的语言、文学这两块上，不过最近随着资讯的发达 ，很多中文系开设传统文史范围之外的新课程。在新加坡来讲，南大开的课跟国大开的又不大一样，南大就比较维持原来的传统，以语言、文学为主的一些课程，而国大的中文系就是以语言、文学、历史、哲学，再加上翻译，这五个方面都包括在里面，包含比较广义的中国学。
您如何评价自己对于中国学的贡献？
从新加坡大学一直到国立大学，我在中文系服务了30年，我是1967年开始担任讲师，一直到我退休，退休是在1998年，退休后再被续聘任教两年，那时卸下行政任务。所以在大学有30多年的历史。主要就是在教学上，是有培养了一些学生，除了教学，每年要写一些学术论文、发表一些著作，也有到外面去讲学。比如，我曾经到香港大学去客座一段时候，也到欧美的大学去开会或进行访问、交流。这些对于教学都有一定的影响，让我们的视野比较开阔，也了解国外是如何在推动、促进中文研究的发展。我们也可以将他们的成就作为借鉴，来促进中文系的发展。中文系在我担任系主任那七年里面是不断有发展的。到我退休那一年，就是1998年，那时候的学生有一千两百二十多个，整个系。（沈：全部？包括研究生？）嗯，就有一千两百二十多个。老师有四十位。可以说是中文系发展到最高峰的一个时期。（沈：那时候的学生主要是从哪里来？）这个时候就陆陆续续有一些中国大陆的学生，主要是研究生来了。不过，基本上还是以新加坡的学生为主，也有少数来自马来西亚，香港和台湾。（沈：四十多名老师？）老师有四十位。（沈：他们是来自哪里的？）这四十位老师就有本地的学者，也有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这些地区的学人。在我担任系主任期间，聘请了一些中国大陆的年轻学者。这些年轻学者，都是在大陆读了本科之后，再到外国去读高级学位，在外国考到博士学位。那时候我们系的阵容是相当的强。有位港大的同道劝我说要留意，这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不过，后来我看他们在教学上都表现得很好、都有成就，而且学生都很欢迎他们。从学生的反馈（feedback），大都肯定他们。后来我退休以后，他们陆陆续续地离开中文系，到香港、台湾，都升任高职。比如说，周建渝老师和刘笑敢老师，他们到（香港）中文大学去都担任了教授，张敏老师是教语言的，到香港科技大学，也是担任教授。另外朱纯深老师，教翻译的，他也是到香港城市大学，当了教授。到台湾的王力坚老师和孙玫老师，也在台湾当了教授，这些人如果留在国大肯定是很难升教授的，因为国大整个制度很糟糕的。它继承英国的制度，把教授的职位卡得很紧。这些年轻的老师，在我们系里面，有一些只是高级讲师，去到香港、台湾都作了教授。你看我们现在系里面，一个教授都没有。（沈：是制度的问题？）这个是制度的问题。实际上我们系里面的那些资深的老师，他们的著作、他们的教学表现，到外面去都是教授级的人材。可是我们的这个制度就把他们卡在那边，就没有得发展。我们的大学就不会用人材，我觉得这是国大一个需要改革的地方。
可不可以请您谈一下您本人在汉学、儒学之外的其它爱好？我们想了解一下。
其他的爱好，我倒是很少，我现在有打桥牌，也有兴趣欣赏和收藏一些字画，闲来就是打打桥牌，看看书，散散步，其他就没有什么可说的。
老师对于现在年轻的学者和学生有何劝勉？
我对于年轻的朋友的劝告，就是不要急功好利。其实学问是日渐累积而成的，不是说一下子就好像人家中博彩，立刻成为暴发户。学问需要看你的功夫，看你的根底，日渐成长。所以我是希望年轻的朋友能够脚踏实地、按部就班，循序渐进，不断地充实自己，如果想要一举成名的话，可能就会采取一些不正确的手段。对，近来不是爆出来有一些大学教师抄袭和窃取别人的研究成果来爬上去，这是因为想要成名，结果反而落得身败名裂。我的另一个劝告就是，考虑问题，希望能够从大处设想，推己及人，不要只是想到自己的利益。不然的话，一定得不到别人的支持。所以我相信如果能够多替别人设想，能够好好地按部就班地学习，不断努力的话，总是有成功的一天！
从老师的分享当中，可以看到在您治学的过程中遇到一些良师益友才能够持续了这几十年。
在学习的过程，最重要的就是要能够发现问题，就是要解决问题。怎样解决问题？个人的力量可能是不足够的，就需要有一些良师益友的指导。所以我们也要向一些同事、朋友、老师，向他们请教，帮助我们克服一些困难。（沈：可不可以谈一下您的良师和益友？）因为一路来老师很多，所以我想还是不要特别地针对一、两个来谈，忽略了其他老师也不大好。总之，我觉得老师对我们都会关心的。你有向他请教，他一定会多多少少给你一些指点。
好，谢谢老师，花了您不少时间。
希望今天的一席谈能令你满意，谢谢！
� 校阅者注：那是指1960年的独立中学的现象，但1970年代初，独立中学复兴运动以后，很多独立中不再成为政府会考落第生的收留所，而是华文小学毕业生的首选。1980年代后期以后，在南马和中马的一些独立中学，因为报名就读学生太多，必须举办入学试来甄选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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